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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青铜文化研究综述 

兰迪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长沙，410082） 

摘要：岭南地区青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已有多年。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诸多问题，如岭南青铜文化出现

于何时，岭南青铜文化的来源等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通过对这一阶段岭南青铜文化研究著作及论

文的梳理和研究，我们可以窥见岭南青铜文化研究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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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地区青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已有多年。一方面，岭南地区的考古工作的蓬勃开展为

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实物及遗迹资料；另一方面，来自不同领域的钱币研究者分别从各自的

角度对岭南青铜文化进行研究，使得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很大的扩展和突破，并取得了不

少成果。通过对这一阶段岭南青铜文化研究著作及论文的梳理和研究，我们可以窥见岭南青

铜文化研究的进展情况。 

一、岭南青铜文化遗存的重要考古发现 

岭南地区墓葬和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是较普遍且重要的实物资料，而铸铜遗物是了解铜

器铸造最直接的材料，这两方面的考古材料成为研究岭南青铜文化及其相关问题的重要基础

资料。 

（一）岭南青铜器的主要考古发现 

   目前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的遗址及遗物点中，比较重要的主要分布在西江、北江、

文西桂江流域以及南宁地区。包括有清远马头岗、四会鸟旦山、罗定南门洞、罗定背夫山、

四会高地园、德庆落雁山、广宁铜鼓岗、肇庆松山、恭城秧家、宾阳韦坡、象州下那曹、平

乐银山岭、武鸣安等秧、元龙坡等。 

（二）铸铜遗物的发现 

与铸造铜器密切相关的预存主要就是铸铜遗址和铸范。从目前已发表的资料来看，岭南

地区尚没有铸铜遗址的的发现，但是浇铸铜器的铸范已有少量发现，珠海棠下环遗址中出土

一件石范，另在与棠下环相邻的珠海琪澳岛亚婆湾遗址采集到四件石范，武鸣元龙坡也曾出

土一批砂石铸范。这些石范所能浇铸的均是器型简单、体积较小的武器，这也反映出了当时

岭南地区的铸造技术较为原始。 

由于岭南地区的青铜文化发展序列还未完全建立，对于这些已发现遗存的年代多是参考

相邻地区及中原地区的考古发现，因此，一些考古报告中所定的年代还存在争议。 

二、相关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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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岭南地区青铜文化遗存的年代存在诸多疑问，所以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诸多问

题，如岭南青铜文化出现于何时，岭南青铜文化的来源等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 

（一）岭南青铜文化的上限及分期 

莫稚把广东几何印纹陶阶段文化分为四期，其中第二期是青铜器时代，西周至春秋时期

以夔纹为主要特征的几何印纹硬陶阶段；第三期是青铜器时代，战国时期以米字纹为主要特

征的几何印纹硬陶阶段。认为广东地区的青铜文化,可以分为西周至春秋和战国两期。 

杨式挺认为岭南青铜文化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初露头角”的商周时期，第二期

是初步发展的春秋至战国早期，第三期为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前期。 

何纪生认为商末至西周时期广东地区开始使用青铜器,并把夔纹陶以前的青铜器划为第

一期,为商末至春秋中期；与夔纹陶共存的划为第二期,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与米字纹陶

共存的划为第三期,为战国中、晚期。 

邱立诚将广东青铜文化分为三期:第一期年代约为商至周初,是广东青铜文化的萌发期；

第二期年代为西周春秋,下限在战国早期,是广东青铜文化的发展期；第三期年代为战国中晚

期,是广东青铜文化的鼎盛期。 

黄展岳认为中原青铜器在两广的出现,最大的可能应是在楚国势力直接进逼岭南时传入,

时间最早不超过春秋晚期,包括殷末西周器在内。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两广先秦文化大

约形成于春秋时期或稍早,至战国晚期发展到鼎盛阶段。” 

李龙章认为两广发现的青铜时代越墓年代一般较晚,大体处在战国至西汉初期；夔纹陶

类型遗存的上限不早于春秋晚期,下限在战国晚期,与米字纹陶遗存年代衔接。他还认为两广

青铜器墓葬大多属于南越国时期。而岭南地区至少在春秋晚期之前两广地区尚无土著的青铜

文化。 

综合以上观点，对于岭南青铜文化出现的时间，主要有两类观点，一类是岭南青铜文化

出现于商周时期；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岭南青铜文化出现的时间至少不早于春秋晚期。 

（二）岭南青铜文化的来源 

    无论是青铜器出现的时间、发现的数量,还是种类、档次,以及工艺水平、精美程度,岭

南地区都无法和其周边几个主要青铜文化分布区相比,如湖南、云南、四川等。和古代中国

青铜文化的核心区域——中原地区相比就更属天壤之别了。所以目前还没有哪位学者认为岭

南的青铜文化是在不受任何其他文化的影响下而完全独立发展起来的。换言之,岭南青铜文

化是在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但这个外来文化因素主要来自何方,却有不同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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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龙章认为两广青铜文化从战国开始突然繁荣应与湖南等地越人迁徙至岭南密切相关,

而湖南等地越人的迁徙是受楚国势力压迫所致。而且将原来与四邻民族交流所吸收到的周、

楚、徐、吴、越、滇、巴等民族的文化因素也带到了岭南。 

    何乃汉认为先秦时期活跃于岭南西部地区的骆越实际上并非是百越族群，而是属于百濮

族群，岭南地区出土的一些青铜器，如羊角钮钟等铜器传入岭南正说明了骆越与百濮存在密

切联系。 

    卜工认为中原青铜文化对岭南青铜文化的影响是间接的,岭南最早的青铜制作技术是中

原文化因素经由吴城文化、浮滨文化传到岭南的。 

 蒋廷瑜通过对古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分析,对楚国的南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认为：

“楚国的南界,实际上已越过南岭山脉,溯湘江而上,进入了漓水流域,大抵在今广西北部桂

林附近。湘漓二水的分水岭可能是比较稳定的楚越交界处。” “岭南的青铜文化是在楚文

化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本身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楚文化的因素。” 

李龙章对前述蒋廷瑜的观点提出质疑。他在对吴起“南平百越”与古苍梧地望、“濑胡”

方位与楚国用兵对象、《鄂君启节》中一地名的考释及定位进行了分析后,认为“迄今为止

没有任何有力的文献资料或考古材料能确证岭南地区在先秦时期曾属楚国疆域，因此‘楚国

南界越过南岭’的说法实难成立，而据此说推导出的楚文化长期深入影响岭南的观点也属不

当。”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在岭南地区的确还没有发现可以确指为楚墓的资料,楚文化

因素在岭南青铜时代墓葬中所占的比重也不大,可以肯定都是典型的越人墓葬。因此,李龙章

的观点目前更具合理性,但蒋廷瑜也并未认为岭南全境归楚所有。综合各家观点,可以说楚人

从未占领过整个岭南,甚至也没有伸入到岭南腹地,但可能越过南岭,到达过今广西东北部一

隅。 

岭南青铜文化的最终来源是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只不过这种影

响是间接的。另外，可以肯定的是，岭南青铜文化并非由一种文化影响发展起来的，而是多

种文化相互融合产生的，其中主要的文化因素还是以越族文化为主。 

三、存在的问题 

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和研究的深入，岭南青铜文化的来源已经逐渐明朗。但是对于岭南

青铜文化究竟出现于何时，争议依然存在，两类观点的差异如此之大，我们认为是由多方面

原因造成的。 

    一是大家对于青铜文化的概念没有达成基本共识，如有的学者认为“文化内涵中包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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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制品的考古学文化就是青铜文化,也就是说,不论其青铜器的来源如何,只要这支考古学

文化的主人曾经使用青铜器,就可以称之为青铜文化”，我们认为这样的概念是不可取的。

如果一种文化中的青铜器是外来的，那也只能证明这种文化受到其它青铜文化的影响，而不

能说这种文化本身已经是一种青铜文化。依据考古学文化的定义，我们认为，岭南地区的青

铜文化应是同一时代、分布于岭南地区，并由若干共同的青铜文化特征的遗物和遗迹所组成

的文化遗存。这种文化能反映岭南地区的某一文化共同体。 

二是对岭南青铜文化遗存的年代推断不一。由于岭南的青铜文化尚未建立起自己的发展

序列，因此，在判断遗迹、遗物的年代时需参考相邻地区或中原地区，在这一过程中就会出

现一些问题。一方面，有的考古工作者仅依据遗址中出现的几件与中原商周时期青铜器相似

的器物，就将整个遗址的年代提早，而忽视了那些年代晚的遗存，如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

葬群，发掘者根据元龙坡墓地出土西周铜卤、铜盘和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认为元龙坡墓群

的年代上限为西周,下限在春秋时期，但元龙坡墓葬的主要铜器形态大都是春秋晚期才开始

出现或战国时期才流行的。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将岭南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做对比时，往往

没有考虑到文化传播的滞后性，认为同一文化因素在岭南出现的时间是与中原同步的。 

三是相信成说，先入为主。从诸家观点来看,对岭南早期考古学文化阶段“曲折纹陶类

型文化”→“夔纹陶类型文化”→“米字纹陶类型文化”的相对年代和发展序列已基本形成

共识。各家对分期和绝对年代的判断也主要是围绕着对这三种具有代表性文化特征的发展阶

段的认识来展开。尤其是“夔纹陶类型文化”与“米字纹陶类型文化”的绝对年代目前仍没

有定论，但是长期以来,一些学者把以“米”字纹陶为显著特征的遗存归人战国时期,认为

“‘米’字纹陶类型文化的时代上限与夔纹陶类型文化相接,下限与秦汉文化相连,属广东战

国中、晚期文化,时间比较明确”。基于这样的认识,岭南地区发现的“米”字纹陶遗存,绝

大多数都归为战国时期。“但现在已知的所谓‘战国时期’的‘米’字纹陶类型只要全面分

析其文化内涵,有很大一部分应改断为汉代”。如“平乐银山岭‘战国墓’,除出有许多至汉

代才流行的铁器外,所出的印有‘米’字纹、方格纹,或刻划有弦纹、水波纹、绚纹的轮制泥

制硬陶(有青绿釉陶)瓶、三足瓶、三足盒、盒、奎耳罐、三足壶等器物均见于广州西汉早期

墓”。 

四是对一处墓葬或遗址的断代未能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加以判断,过分相信个别的碳十四

测定数据。碳十四年代测定方法应用于中国考古学是重要的,尤其用于测定史前遗址和墓葬

的年代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但碳十四年代测定的方法也存在不足,容易因各种自然或人为因

素的干扰而影响它的准确性,尤其是用于较晚历史时期遗址或墓葬的断代，误差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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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学者指出岭南地区属于石灰岩地貌，碳十四测定年代时往往会出现数值偏高的情况。 

从以上情况看来，岭南青铜文化的出现不早于春秋晚期的说法应该是更合理一些，岭南

地区出土的所谓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数量极少，只是零星发现，仅凭这些器物判定岭南地区已

产生青铜文化，实难服众。进一步来说，发掘者对这些青铜器的年代判断本身就存在许多问

题。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关于岭南地区青铜文化的肇始研究依然是任重道远。一方面，还需要更多新

的考古资料来完善岭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序列；另一方面，早年考古资料中存在的遗留问题需

要后来的研究者们加以考证，从而得出更为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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